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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太湖地区典型土壤黄泥土上26年的长期肥料定位试验为例，研究不同施肥处理对研究区耕作层土壤（0～15cm）酸化特征及酸化速率的影响。试验采用裂区设计，主区为不施有机肥处理（C）和施有机肥处理（M），副区为不同无机肥及秸秆施用处理。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pH和土壤酸碱缓冲容量有显著影响，增施有机肥的主区处理pH显著低于不施有机肥处理，但对应的土壤酸碱缓冲容量略有上升；副区单施尿素处理和尿素增施水稻秸秆处理pH较不施尿素对照分别下降了0.45、0.66个单位，酸碱缓冲容量分别下降1.52、0.95 mmol kg-1；各试验处理的酸化速率为H+ 0.61～1.74 kmol hm-2 a-1，单施尿素处理高于不施尿素处理，而尿素增施有机肥或水稻秸秆的大于单施尿素处理，以尿素配施有机肥和水稻秸秆处理最高。相关分析表明，各处理土壤pH与外源氮输入量、土壤全氮及速效氮存在显著的依变关系。尿素对土壤的酸化影响与有机肥及水稻秸秆存在差异，前者在降低土壤pH的同时还导致土壤酸碱缓冲容量的降低，而增施有机肥及水稻秸秆处理土壤缓冲容量保持稳定甚至提升，但其各自对土壤酸化的具体贡献率等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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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酸化是土壤退化的重要形式，容易导致土壤环境质量和健康质量的降低，同时由于土壤酸化往往伴随着盐基离子的耗竭与养分的淋失，造成土壤保蓄能力下降，从而对湖泊水体富营养化、水质变劣等起推波助澜的作用[1-2]。目前土壤酸化发生机制、时空演变规律及其恢复重建等已成为土壤退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 21世纪国际土壤学、农学及环境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3-4]。
土壤中NH4+硝化、硝酸盐淋溶以及作物对阴阳离子吸收的不均衡是加速土壤酸化的重要因素[5]，而肥料施用产生的单位面积酸性物质的量远大于单位面积的酸沉降量[6]，因此施肥、免耕等农业措施在对土壤的酸化中占主导地位。如Summner[7]研究发现，与农业措施相比即使最严重的酸雨沉降也只贡献总酸性物质输入的7%～25%，Barak[8]等也发现，施用氮肥引起的土壤酸化作用较酸沉降的影响大25倍。同时不同的耕作方式、水分管理措施也影响土壤的酸化趋势[9,10]。因此，在太湖水旱轮作区，高氮量投入及较高的降雨量下[11]，土壤的酸化趋势及其规律必然和旱地土壤及低氮投入土壤存在差别。
水稻土是我国四大类型耕地土壤中最为高产稳产的土壤，同时也是受人为活动作用影响剧烈、土壤质量变异最为显著的土壤[12]。最近研究显示，我国农田酸化呈不断加速趋势，尤其以太湖地区更为明显[13-14]。但是上述及以往研究均未涉及土壤具体的酸化速率及其特征，因此施肥作为最强烈和广泛的人为管理措施对土壤的酸化有何影响？有机、无机肥料、秸秆施用等因素与土壤的酸化速率有何关系？这些问题对于深刻理解稻麦轮作下不同施肥措施对土壤的酸化特点及未来土壤的酸化趋势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国对大气氮沉降及酸沉降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但对施肥、耕作等农业措施下土壤的酸化研究还有待深入[9]。因此开展长期不同施肥措施下土壤酸化速率与动态变化研究，对于了解农业措施对土壤酸化影响的规律以及开展酸化预测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从土壤酸化速率及酸化特征角度出发，研究太湖地区长期肥料定位试验中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酸化的影响，为评价不同施肥对农田酸化及未来酸化趋势预测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经纬度为E 120。25’15.2”、N 31.27’18.5”；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5.7℃ ，年降雨量1 094 mm。试验始于1980年麦季，除1982年为三熟制外，其余均为两熟制；除1993年和2000年夏熟作物为油菜和蚕豆外，其余均为稻麦轮作。试验土壤为重壤质黄泥土，试验前耕层（0～15 cm）土壤有机质24.2 g kg-1、全氮1.430 g kg-1，全磷4.28 g kg-1，速效磷8.4 g kg-1，pH 6.80。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主处理为施用有机肥与不施有机肥，副区分别为不施氮和水稻秸秆处理、单施氮处理、施氮和秸秆处理。各试验处理的肥料用量见表1。肥料类型：氮肥为尿素（含氮46.2%）；有机肥1980～1996年为猪粪（平均含干物质252 g kg-1，干基平均含磷9.5 g kg-1），1997年后为菜籽饼（风干基平均含磷10.8 g kg-1 ）；还田稻草每季每公顷2 250 kg风干稻草；有机肥均作基肥施用，氮肥1/2用作基肥、1/2用作追肥。收麦后翻地（深度15 cm），晒垡，上水整地后施基肥，耙匀后插秧；在稻茬上施基肥后播种小麦。水稻收割和稻田落干后进行土样采集。
表1 施肥处理试验设计
Table 1 Design of the fertilization experiment
	施肥处理
Fertilizer treatment
	处理代号

Code
	N
（kg hm-2）
	P2O5
(kg hm-2)
	K2O
(kg hm-2)

	不施有机肥处理
No manure 

（C）
	不施肥
No fertilizer (residue removed)
	C0
	0
	0
	0

	
	单施氮肥

Urea (residue removed)
	CN
	161.0
	0
	0

	
	氮肥＋稻草

Urea plus rice straw
	CRN 
	183.5
	1.2
	39.6

	有机肥处理Manure application（M）
	只施有机肥
Pig manure
	M0
	57.5
	31.0
	17.8

	
	有机肥＋氮肥

Pig manure plus urea
	MN
	218.5
	31.0
	17.8

	
	有机肥＋氮肥＋稻草

Pig manure plus urea and rice straw
	MRN 
	241.0
	32.2
	57.4


1.2 土壤酸碱缓冲容量  

参照成杰民[15]及Xu[16]等的方法分别取11只玻璃烧杯，依次编号，每烧杯中称取上述试验土样，在1~5号烧杯中分别依次加入0.5、1.0、2.0、3.0、4.0 ml 0.1 mol L-1 HCl；6~11号烧杯中分别依次加入与HCl等量、等浓度的NaOH，6号烧杯中不加酸碱，加入无CO2蒸馏水使各烧杯总体积达20.0 ml，摇匀，放置72 h，日间歇摇动3~4次，测定pH。在pH介于4和10之间，以pH为纵坐标，酸碱加入量为横坐标，建立线性方程如下：
pHBC=〔(5-b)/m〕-〔(6-b)/m〕                            （1）
式中，pHBC为试验结束时的酸碱缓冲容量；b为截距；m为斜率。
1.3 土壤酸化速率

AA＝(△pH× pHBC× BD× Vol)/1 000[14-15]                     （2）

式中，△pH为试验期pH的变化值；pHBC为酸碱缓冲容量（H+ mmol kg-1 pH unit-1）；BD为容重（kg m-3）；Vol为试验土壤体积（m3 hm-2）
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EXCEL2003和SPSS11.0（Sigmaplot）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土壤pH和盐基离子含量
   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pH和盐基离子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表2）。不施有机肥的主区处理土壤pH（H2O）为6.01，显著高于施用有机肥的5.69（主区方差LSD0.05=0.29），主区处理土壤的pH（KCl）也呈相同趋势（主区方差LSD0.05=0.30）。各副区处理则表现为不施尿素与水稻秸秆的处理pH（pH 6.22）显著高于单施尿素处理（pH 5.77），后者则显著高于尿素与水稻秸秆配合处理（pH 5.56）；各处理组合间的pH则表现为对照处理（C0）显著高于单施有机肥处理（M0）和单施尿素处理（CN），后两者则显著高于其他尿素施用处理，尿素配合有机肥和水稻秸秆的MRN处理pH为最低，pH（H2O）分别较CN、M0、MN下降了0.52、0.64和0.20个单位，看来长期单施尿素以及单施尿素增施水稻秸秆均能导致试验土壤pH的降低。
不同处理组合间的盐基离子除K+含量无显著性差异外其他主要盐基离子含量存在差异，其中MRN处理的Na+、Ca2+和Mg2+含量均处于最低水平，而对照的Ca2+含量最高，显著高于单施尿素和尿素配合秸秆以及Ca2+含量最低的MRN处理，但对照的Mg2+含量和M0及MRN处理处最低水平，显著低于CRN和MN两处理；土壤的Na+除MRN处理与对照无显著差异外，显著低于其他施肥处理，而其他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表2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pH及其他基本理化性状

Table 2 Soil pH and other basic properties of the soils in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施肥处理

Fertilizer

 treatment
	pH

(H2O)
	pH

(KCl)
	交换性盐基离子

Exchangeable cations (mmol kg-1)

	
	
	
	K+
	Na+
	Ca2+
	Mg2+

	C0
	6.38±0.17 a
	5.39±0.09 a
	1.82±1.01 a
	4.72±0.26 ab
	41.46±1.47 a
	7.14±1.40 c

	CN
	5.93±0.09 b
	5.08±0.13 b
	1.52±0.51 a
	5.04±0.45 a
	38.01±1.91 bc
	7.65±1.54 bc

	 CRN
	5.71±0.06 c
	4.98±0.17 bc
	1.67±0.76 a
	5.05±0.41 a
	40.42±0.65 bc
	11.37±1.40 a

	M0
	6.05±0.05 b
	5.15±0.03 b
	1.07±0.20 a
	5.07±0.77 a
	40.67±2.46 ab
	5.87±0.38 c

	MN
	5.61±0.18 cd
	4.84±0.06 cd
	0.96±0.00 a
	5.36±0.73 a
	39.17±0.96 ab
	9.48±1.14 ab

	MRN
	5.41±0.08 d
	4.65±0.17 d
	1.19±0.40 a 
	3.92±0.28 b
	37.13±1.39 c
	5.87±0.10 c


2.2 不同施肥处理的酸碱滴定曲线及酸碱缓冲容量

图1显示各处理土壤的酸碱缓冲能力在不同pH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即无论是无机肥各处理还是增施有机肥各处理土壤均在pH大于10和小于6时对酸碱的缓冲能力强，表现为pH的变化量随酸碱的滴定量的增加量呈减弱趋势，而在pH 6~10之间表现出强的突跃性。这与成杰民[15]和Tarklson[17]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由于研究土壤有较强的缓冲能力，长期的不同施肥处理间土壤的酸碱缓冲容量的差异远小于土壤的pH。研究区各施肥处理之间除C0处理土壤酸碱滴定曲线受酸碱加入的变化幅度小于其他处理，而MRN处理的酸碱滴定曲线变化幅度大于其他处理土壤外，其他施肥处理之间酸碱滴定曲线差异则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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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施肥处理的酸碱滴定曲线
Fig.1 Titration curves for different fertilizer treatments

由于土壤酸碱滴定曲线在pH突跃范围内，可以近似地视为直线[16-18]，即加酸、碱的量与土壤pH呈线性相关，斜率b值表示加入单位量的酸、碱引起土壤pH的变化量（ b =△pH/△C）即为平均变化率，b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土壤缓冲能力越差。因此以b值的倒数表征土壤的酸碱缓冲能力。本试验从不同肥料处理的酸碱滴定曲线中分别选取酸、碱滴定量分别为0、0.5、1.0 cmol kg-1的5个点，求得该5个点构成的直线截距和斜率见表3，结果显示HCl和NaOH的滴定量与pH呈显著的线性相关。对土壤酸化缓冲容量进行求解可知，施用有机肥主区处理土壤酸化缓冲容量分别为21.14 mmol kg-1 pH，略高于不施有机肥的20.63 mmol kg-1 pH，但差异不显著，各副区的土壤酸化缓冲容量以不施尿素与水稻秸秆处理21.64 mmol kg-1 pH最高，显著高于单施尿素处理的20.05 mmol kg-1pH，尿素与水稻秸秆配合处理居中为20.97 mmol kg-1pH，与两者均无显著性差异。
本研究各处理组合中土壤酸碱缓冲容量最高的为单施有机肥的M0处理和对照C0，显著高于单施尿素的CN与MN处理，其他处理之间均无显著差异。以上表明施用有机肥提高了土壤的缓冲性能，而单施尿素处理降低了土壤的缓冲性能。这与Stamatiadisa等[19]研究发现虽然施用化肥和堆肥均会导致NO3-的大量积累而造成土壤酸化加速，但施用堆肥处理土壤酸碱缓冲容量出现上升，而施用化肥处理则出现下降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3 不同肥料处理土壤的酸碱滴定曲线在突跃范围的直线拟合结果及酸碱缓冲容量1）
Table 3 Regression equ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liner portion of the pH buffer capacity curve, based on the rescaled X axis in Fig. 1
	肥料处理

Fertilizer treatment
	Y=a+bX
	r2
	酸碱缓冲容量

Soil pH buffer capacity

(mmol kg-1 unit-1)
	土壤容重

Soil bulk density

（g cm-1）

	
	a
	b
	
	
	

	C0
	7.296
	-0.470 5
	0.959 5
	21.28±0. 91 a
	1.07

	CN
	7.085
	-0.499 0
	0.956 2
	20.04±0. 53 b
	1.01

	CRN
	6.992
	-0.489 0
	0.977 0
	20.56±1.89 ab
	1.12

	M0
	7.147
	-0.455 9
	0.961 9
	22.00±1.50 a
	0.97

	MN
	6.915
	-0.499 5
	0.968 5
	20.05±0.99 b
	1.04

	MRN
	6.755
	-0.468 8
	0.967 7
	21.38±1.23 ab
	1.01


备注：X-添加酸、碱的量，Y-对应土壤的pH；
Note：X means amendment rate (mmol(+)kg-1), Y means the soil pH value
2.3 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土壤的酸化速率及中和所需CaCO3用量
    氮的硝化伴随着NO3-的淋溶会导致土壤酸化的加速[20]，这是长期大量施用化肥和有机肥加速土壤酸化的重要原因[21]。本试验中不同施肥处理的土壤酸化速率差异显著，施用无机肥料的主区总酸化速率（H+ 27.01 kmol hm-2）显著低于对应的增施猪粪等有机肥的主区处理（主区方差LSD0.05=3.04）。Meng等[22]研究也表明，增施有机肥处理土壤pH显著小于不施肥对照和无氮处理。各副区处理差异也呈显著差异（副区方差LSD0.05=5.86），其中尿素和水稻秸秆配合施用的总酸化速率最高，为H+ 40.68 kmol hm-2，单施氮肥次之为H+ 33.11 kmol hm-2；而仅施有机肥的M0处理和对照最低，分别为前两者的48.92%和60.10%；各处理组合土壤酸化速率差异显著，与不施肥对照相比，CN和CRN尿素处理分别增加82.45%和128.7%，而施用有机肥的M0、NN和MRN处理分别增加51.35%、135.3%和184.6%，说明单施尿素促进土壤的酸化，而尿素和水稻秸秆配合促进了土壤酸化的加速，这可能与水稻秸秆在淹水过程中释放的大量有机酸有关[23]。
表4 不同肥料处理总酸度、年度酸度及中和所需CaCO3用量

Table 4 Total 26-year and annual acidification rates and amount of CaCO3 needed to neutralize the soil in different fertilizer treatments
	肥料处理

Fertilizer treatment
	总酸化速率

Total acidification rate

(H+ kmol hm-2)
	CaCO3总需要量

CaCO3 needed to balance total acid

(kg hm-2)
	年度酸化速率

Annual acidification rate

(H+ kmol hm-2 a-1)
	CaCO3年度需要量

CaCO3 needed to balance annual acid

(kg hm-2 a-1)

	C0
	15.85±6.94 d
	793
	0.61
	30

	CN
	28.92±3.14 bc
	1 446
	1.11
	56

	CRN
	36.25±2.89 b
	1 813
	1.39
	70

	M0
	23.96±2.95 cd
	1 198
	0.92
	46

	MN
	37.30±5.64 ab
	1 865
	1.43
	72

	MRN
	45.11±5.22 a
	2 256
	1.74
	87


注:1kmol酸需要50 kg CaCO3 中和[18] Note: Based on 50 kg CaCO3 needed to balance 1 kmol acid added[18]
2.4 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土壤pH与基本理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试验处理土壤基本肥力指标的相关性见表5。各试验土壤pH与土壤总氮含量、有效氮含量及有机质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其中pH与土壤总氮含量达到极显著负相关水平，同时土壤pH与试验区各处理总施氮量（见表1）达到及显著的相关性（y= -0.0035X+6.353 3，R2=0.931 2，p<0.001），以上表明无论是尿素、有机肥处理还是秸秆添加处理，其土壤pH的降低均与外源氮的投入量增加有关。
表5 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土壤基本理化性状之间的相关性

Table 5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pH values and the selected soil fertility indexes in 2006
	
	总氮

TN
	碱解氮

AN
	总磷

TP
	速效磷Olsen-P
	速效钾

NH4OAC-K
	有机质

OM

	pH
	-0.741**
	-0.534*
	-0.051
	-0.055
	0.220
	-0.552*

	总氮TN
	
	0.771**
	0.487*
	0.489*
	-0.100
	0.843**

	碱解氮AN
	
	
	0.330
	0.333
	-0.414
	0.595*

	总磷TP
	
	
	
	0.994**
	0.156
	-0.552*

	速效磷Olsen-P
	
	
	
	
	0.130
	0.529*

	速效钾NH4OAC-K
	
	
	
	
	
	-0.064


*表示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表示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0.05 level （n=6）;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0.01 level (（n=6）
3 讨  论
氮的输入是加速农田土壤酸化的重要因子[24]，这主要是由于氮循环过程中可以产生大量的酸有关，如NH4+的硝化作用、NO3—的积累和淋失等，其H+产生强度远大于大气酸沉降，特别是长期偏施氮肥和施氮量超过作物需要时，酸化作用将更加明显。本试验中无论是单施氮肥还是单施有机肥或两者配合施用均导致土壤pH的降低，同时在施氮或有机肥基础上添加水稻秸秆进一步加速了土壤pH的下降。结合到表6中长期不同施肥各处理土壤pH与试验施氮量及土壤全氮和速效氮含量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施氮或有机肥及水稻秸秆其导致土壤pH下降的重要原因可能与试验投入氮的增加有关。但各施肥处理的土壤酸碱缓冲容量变化趋势与pH变化存在差异，即施氮土壤酸碱缓冲容量呈下降趋势而增施有机肥及水稻秸秆处理的土壤酸碱缓冲容量并未出现下降，甚至出现小幅上升，这表明增施有机肥能保持甚至提高土壤的酸碱缓冲性能，减缓土壤的酸化趋势，这可能与有机肥中携带的大量盐基离子有关；而单施尿素的土壤pH下降的同时土壤酸碱缓冲性能下降，导致土壤酸化的加速。
秸秆对土壤的酸化影响除受土壤本身的pH影响外，还与秸秆本身的含氮量及阴阳离子组分有关[16]。由于水稻秸秆在淹水后能释放出大量的有机酸，如乙酸、丁酸等，同时水稻籽粒收获后的水稻秸秆含有较多的致酸离子，其还田后势必造成土壤pH的降低。栾书荣等[23]发现添加稻草可降低红壤和黄棕壤的pH；吕焕哲等[25]研究发现，添加水稻秸秆后土壤pH在培养10 d之后迅速下降；在黄棕壤27年的长期肥料定位试验也发现，增施水稻秸秆促进了土壤pH的下降[26]。因此，在单施氮肥的基础上大量水稻秸秆还田将导致土壤酸化的加速。
   长期种植单一植物，通过秸秆和籽粒带走的盐基离子长期得不到补充也会导致土壤离子的不平衡[24]，从而加速酸化，而降雨和蒸发则是通过影响土壤中盐基离子的平衡、NO3-的积累和淋失，进而影响土壤酸碱平衡，因此在高施氮量及可观的降雨强度下，长期稻麦轮作土壤的酸化特征和其它生境土壤存在较大差异。试验各施肥处理的年度酸化速率为H+ 0.61~1.74 kmol hm-2 a-1，略大于美国半干旱平原上的研究结果[16]，与南澳地区研究的土壤酸化速率H+ 0.5~2.2 kmol hm-2 a-1相当[27]。但Poss等[24]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半干旱少雨地区（降雨量<500 mm），小麦生产中致酸量为H+ 2.4 kmol hm-2 a-1，其中硝酸盐淋洗的致酸量仅为H+ 0~1.4 kmol hm-2 a-1；而在美国Wiscosin州年降雨量791mm下，施肥（两地的施肥量相当，约为N 160 kg hm-2 a-1）的总致酸量为H+ 20 kmol hm-2 a-1[16]。江苏地处半湿润半暖温带，年均降雨量在1 000~1 100 mm，在土壤施氮量远大于N 160 kg hm-2 a-1下，施肥导致的土壤总致酸量却远小于H+ 20 kmol hm-2 a-1的年致酸量，这可能与稻麦水旱轮作这一独特耕作制度有关，酸性土壤在淹水种稻后土壤pH会上升[28]，因此即使是大量施氮其酸化速率还是小于对应的旱地土壤。而本试验中不施肥处理年度酸化速率达到0.61 H+ kmol hm-2 a-1，这可能与研究区大气氮沉降严重及灌溉水中氮携带量可观有关[29]。
4 结  论
长期施用尿素、有机肥及水稻秸秆均导致土壤的酸化，其酸化速率为H+ 0.61~1.74 kmol hm-2 a-1。从尿素、有机肥及水稻秸秆对土壤酸化的影响上，增施尿素显著促进土壤的酸化，在尿素的基础上增施水稻秸秆或有机肥处理土壤酸化速率均大于单施尿素处理，在尿素的基础上增施有机肥和水稻秸秆的土壤酸化速率则最大，从不同施肥处理土壤pH和施氮量（含有机肥及秸秆中的氮）以及试验土壤全氮、有效氮存在显著依变关系，认为施用尿素氮、有机肥及水稻秸秆导致土壤的酸化原因可能与外源氮的输入增加有关，这种作用可能是近期以来太湖流域农田观察到的土壤酸化加速事实的主要原因。施用尿素对土壤的酸化影响与有机肥及水稻秸秆存在差异，前者在降低土壤pH的同时还导致土壤酸碱缓冲容量的降低，而增施有机肥及水稻秸秆的处理土壤缓冲容量保持稳定甚至提升，但其各自对土壤酸化的具体贡献率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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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ong-term fertilization on soil acidification in Tai Lake reg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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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 of fertilization and straw application on soil acidific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foci in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nd soil acidification. Based on a long-term fertilization experiment in paddy soil in the Tai Lake region, China, effect of the long-term (26 years) fertilization on acidification of its topsoil (0～15 cm) was studied under a rice/wheat rotation system. The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o have six treatments, i.e. (1) no fertilizer (control, C0), (2) pig manure alone (M0), (3) urea alone (CN), (4) urea combined with pig manure (MN), (5) urea combined with rice straw (CRN), and (6) urea combined with pig manure and rice straw (MRN). After 26 years, significant effects, different between treatments, were observed on soil pH and acidification buffering capacity. Treatment M0 was lower than Treatment C0 in pH but higher in acidification buffering capacity. Treatment CN and Treatment CRN was lower than Treatment C0 by 0.45 and 0.66 in pH, and by 1.52 and 0.95 mmol kg-1 in acidification buffering capacity,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soil acidification rate, ranging from H+ 0.61 to 1.74 kmol hm-2 a-1 among the treatments, Treatment CN was higher than Treatments C0 and M0, but lower than Treatments MN, CRN and MRN, and Treatment MRN was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oil pH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input rate of exogenous nitrogen, soil total nitrogen level and available nitrogen level, which indicates that soil acidification is mainly related to nitrogen in the chemical fertilizer, manure and rice straw. However, the effects of urea and rice straw differed from that of manure on soil acidification. The former decreased both soil pH and soil acidification buffering capacity, while the latter maintained or slightly increased the capacity. Obviously long-term application of urea significantly stimulates soil acidification, and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urea with rice straw does even more. 
  Key words  Acidification rate; long-term fertilization; paddy soil, pH; Tai Lak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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